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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全球环境基金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考

周亚敏

　 　 摘要： 全球环境基金运行 ３０ 余年以来， 在绿色技术转移、 撬动公私融资、 提升能力建设和构建环境

认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国作为全球环境基金最大的受援国家， 在不同领域的项目实施中均取得了

成功经验。 中国同时也在积极承担发展中大国责任， 在力所能及范围内不断提高对全球环境基金的捐资力

度。 鉴于全球气候环境持续恶化的情形尚未得到扭转， 在环境治理领域更加凸显出以 “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为共同价值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当前全球环境基金被发达国家所主导， 在资金分配和议程设定上带有

环境议题政治化色彩， 不利于全球环境善治的实现。 中国未来将逐渐成为全球环境基金的捐资大国， 将在

议程与标准设定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发展中国家应在国际博弈中努力争取全球环境治理议程朝着构

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方向演化。 借助全球环境基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主要通过观念层面的话语联

接、 实践层面的行动协同以及制度层面的兼容并包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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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主席在阐述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时， 提出要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海洋命运共同体、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等主

张， 凸显出环境议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球环境基金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ＧＥＦ） 作为全球环境治理的资金机制和关键环节， 应当且能够为全球环境善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做出积极贡献。
迄今国内外对 ＧＥＦ 的研究， 或是总结 ＧＥＦ 的成功经验， 或是剖析过往增资期的政策， 或是介绍

ＧＥＦ 项目运行特点及成果， 但缺乏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来看待 ＧＥＦ 所能发挥的作用。①本文

的写作目的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 ＧＥＦ 项目的具体量化指标由西方国家制定， 在实施过程中出现过

多倚重经济收益的倾向。 中国作为 ＧＥＦ 项目实施较好的国家， 是各类 ＧＥＦ 项目青睐的投资地。 应该

利用好中国当前的市场权力， 在 ＧＥＦ 项目的评估和考核中加入于中国有利的指标。 第二， 中国未来将

不可避免地在 ＧＥＦ 捐资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一方面是中国自身需要在全球环境治理中不断提高

·０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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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 另一方面西方国家推行的 “毕业政策” 也将促使中国更多捐资。 因此， 未来中国在提升捐资

额度的同时， 也要明确提出自己的治理诉求， 而环境议题是推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话语的有力

抓手。
ＧＥＦ 运行 ３０ 余年以来， 在绿色技术转移、 撬动公私融资、 提升能力建设和构建环境认知等方面

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国作为 ＧＥＦ 最大的受援国家， 在不同领域的项目实施中均取得了成功经验。 如何

将这种成功经验推广至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 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

容。 本文根据 ＧＥＦ 第八增资期谈判进程和公布的文本， 归纳其资金分配方向及可能影响， 为中国借助

ＧＥＦ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思路和方案。

一、 ＧＥＦ 的历史回顾及最新进展

（一） 历史回顾

ＧＥＦ 成立于 １９９１ 年， 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银行具体执行。 ＧＥＦ 的宗

旨是通过提供贷赠款， 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改善气候环境的能力。 作为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联合国防治沙漠化公约》 《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
和 《关于汞的水俣公约》 五个国际公约的资金机制， ＧＥＦ 是发展中国家在环境治理领域的重要资金来

源。 此外， ＧＥＦ 曾经与 《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维也纳公约》 的 《蒙特利尔议定书》 下的多边基金

互为补充， 为俄罗斯及东欧中亚地区逐步淘汰臭氧层损耗化学物质发挥过积极作用。
目前 ＧＥＦ 有 １８４ 个成员国和 ３２ 个理事国， 中国是 ＧＥＦ 的主要创始成员国和理事国， 也是最大的

受援国。① ＧＥＦ 每 ４ 年增资一次， 增资资金来自 ４０ 个捐赠国。 自 １９９４ 年重组以来， ＧＥＦ 已进行了 ７
次增资： 第一增资期 （ＧＥＦ － １， １９９４—１９９８ 年） 增资 ２０ 亿美元； 第二增资期 （ＧＥＦ － ２， １９９８—
２００２ 年） 增资 ２７. ５ 亿美元； 第三增资期 （ＧＥＦ － ３， ２００２—２００６ 年） 增资 ３０ 亿美元； 第四增资期

（ＧＥＦ －４，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 增资 ３１. ３ 亿美元； 第五增资期 （ＧＥＦ － ５，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 增资 ４２. ５ 亿

美元； 第六增资期 （ＧＥＦ － ６，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 增资 ４４. ３ 亿美元； 第七增资期 （ＧＥＦ － 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２ 年） 增资 ４０ 亿美元。② 第八增资期 （ＧＥＦ －８， ２０２２—２０２６ 年） 正处于谈判收尾阶段。

（二） 主导国家

ＧＥＦ 的治理模式是将捐资额度与话语权直接挂钩， 因此极大激励了发达国家对 ＧＥＦ 的持续捐款。
根据 ＧＥＦ 治理导则第 ２５ 条， 在协商一致未能通过的情况下， ＧＥＦ 理事会将举行投票， 决议通过需获

得 ６０％理事国赞成且其代表的累积捐款额达到总额度的 ６０％ ， 即 “双 ６０％ ” 混合投票权制度。 从表

１ 可以看出三个重要结论： 首先， 按累积捐资额度排名， 日本第一， 美国第二， 德国第三； 其次， 排

名前五位的国家捐资额度超过总额度的 ６０％ ， 意味着日本、 美国、 德国、 英国和法国在 ＧＥＦ 资金分

配方案中占据绝对的话语主导权； 最后， 在 ＧＥＦ 捐资额度排名前 １７ 位的国家均是美西方发达国家，
而中国、 印度和俄罗斯是捐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但此三国加总所占比例仅为 １. ２１％ 。 因此， ＧＥＦ 是

由北方国家主导的、 致力于帮助南方国家提升国际环境公约履约能力的一种资金安排。 在 ３０ 余年的

运行过程中， ＧＥＦ 的主导权并没有随着全球 “东升西降” 格局而旁落他国， 美日德英法一直牢牢把控

着全球环境治理中的资金主导权， 继而主导全球环境资金分配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为了护持北方国家

·０７６·

①
②

ＧＥＦ 的 ３２ 个理事国中有 １４ 个是发达国家， １６ 个是发展中国家， ２ 个是转型经济体。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ＧＥＦ － ７ Ｒｅｐｌｅｎｉｓｈｍｅｎｔ，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ｇｅｆ． ｏｒｇ ／ ｗｈｏ － ｗｅ － ａｒｅ ／ ｆｕｎｄ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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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ＧＥＦ －１ 至 ＧＥＦ －７ 时期各国捐资累积额度占

　 　 总资金盘子的比例

排名 国家 占比 （％ ） 排名 国家 占比 （％ ）
１ 日本 １７. ６４ １１ 比利时 ２. ３３
２ 美国 １６. ５１ １２ 丹麦 ２. ００
３ 德国 １２. ８７ １３ 澳大利亚 １. ８７
４ 英国 ８. ７６ １４ 挪威 １. ６３
５ 法国 ７. ９２ １５ 芬兰 １. ６１
６ 加拿大 ５. ３１ １６ 奥地利 １. ４０
７ 瑞典 ４. ３８ １７ 西班牙 ０. ９３
８ 意大利 ４. １７ １８ 中国 ０. ４６
９ 荷兰 ３. ５５ １９ 印度 ０. ４０
１０ 瑞士 ２. ９５ ２０ 俄罗斯 ０. ３５

　 　 资料来源： ＧＥＦ． Ｅｉｇｈｔｈ ＧＥＦ Ｒｅｐｌｅｎ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ｇｅｆ．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ｃｏｕｎｃｉｌ －
ｍｅｅｔｉｎｇ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ＧＥＦ％ ２０８％ ２０Ｆｉｒｓｔ％ ２０Ｍｅｅｔｉｎｇ％ ２０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２０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２０Ｎｏｔｅ． ｐｄｆ。

在环境治理领域中的优势地位， ＧＥＦ
改革持续下调对新兴发展中国家的资

助比例。
主导 ＧＥＦ 的前五位国家的排序，

在 ＧＥＦ 第七增资期时出现了一个明显

变化。 自 ＧＥＦ 成立之初到 ＧＥＦ 第六

增资期， 美国一直是 ＧＥＦ 累积出资最

多的国家。 但到 ＧＥＦ 第七增资期， 日

本一跃成为累积捐资额度最多的国家。
美国在 ＧＥＦ －７ 中大幅削减捐资规模，
降幅达到 ５０％ ， 表明美国借助环境议

题推进新自由主义议程的能力和意愿

均出现下降。 日本目前是 ＧＥＦ 累积捐

资最多的国家 （３３. ８ 亿美元）， 美国

居第二 （３０. ３ 亿美元）。 图 １ 显示出

美国和日本在历次 ＧＥＦ 增资期的捐款

图 １　 美国和日本在历次 ＧＥＦ 增资期的捐款占比。
数据来源： ＧＥＦ 官网。

占比， 可以看出， 在 ＧＥＦ － ６ 时期日

本的单期捐款额度已经超越美国。
ＧＥＦ －７ 时期正值美国特朗普政府全

面退出多边环境条约， 因此美国对

ＧＥＦ 的捐资也出现锐减。 日本对 ＧＥＦ
的持续高额捐款是符合日本环境外交

的大战略的。 日本是一个十分重视开

展环境外交的国家， 无论是在双边、
地区甚至全球性的环境合作领域， 都

能发现日本多元主体参与其中， 因为

这有助于日本实现其政治、 经济、 安

全、 文化、 道义等多领域的外交诉求。① 日本立足于环境外交来促进软实力提升的战略思路， 激励日

本在全球环境基金这一国际平台上不断提高捐资水平以提升影响力。

（三） 资金分配领域

ＧＥＦ 以支持受援国履行国际公约为导向， 因此其资金分配主要集中在生物多样性、 气候变化、 土

地退化、 化学品和国际水域等五大重点领域， ＧＥＦ － ８ 将总资金盘子的约 ９０％ 投入到上述领域。 如表

２ 所示， ＧＥＦ －８ 在三种不同的捐资情景下对各项支出进行分配。 总体来看， 生物多样性领域的资金占

比显著增加， 气候变化领域的资金占比显著降低， 而其他三项的资金占比基本保持不变。 在总资金盘

子扩大的条件下， ＧＥＦ －８ 的资金比例调整带来的后果是， 气候变化领域的资金规模保持不变， 生物

多样性领域的资金规模显著提升， 土地退化、 化学品和国际水域三项的资金规模有所上升。 实际上，
从图 ２ 可以看出， 全球环境基金自第六次增资期后对气候变化领域的资金分配规模呈现持续下调态

·０７７·

①周英： 《日本环境外交的主体、 动因和效果分析》， 《日本问题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 第 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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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 如果考虑到通胀的影响， 则气候变化领域从 ＧＥＦ获得的实际资助力度的下降则更为明显。 通过对

比图 １ 和图 ２， 可以发现， 气候变化领域资金规模下调的时间节点与美国不再追求 ＧＥＦ 捐资第一大国

地位的时间节点是相对应的。

表 ２　 ＧＥＦ －８ 与 ＧＥＦ －７ 的资金分配领域及占比情况的对比分析

目标领域
ＧＥＦ － ７， ４０ 亿美元 ＧＥＦ － ８， ５０ 亿美元 ＧＥＦ － ８， ６５ 亿美元 ＧＥＦ － ８， ７０ 亿美元

趋势资金额
（百万美元）

占比
（％ ）

资金额
（百万美元）

占比
（％ ）

资金额
（百万美元）

占比
（％ ）

资金额
（百万美元）

占比
（％ ）

生物多样性 １２９２ ３１. ８０ １８００ ３６ ２３４０ ３６ ２４８９ ３５. ６０ 比例增加

气候变化 ８０２ １９. ７０ ８０２ １６ ９２０ １４. ２０ ９２０ １３. １０ 比例明显下降

土地退化 ４７５ １１. ７０ ５８０ １１. ６０ ７３１ １１. ２０ ７３１ １０. ４０ 比例基本不变

化学品 ５９９ １４. ７０ ７５０ １５ ９１７ １４. １０ ９１７ １３. １０ 比例基本不变

国际水域 ４６３ １１. ４０ ５３０ １０. ６０ ７６８ １１. ８０ ７６８ １１. ００ 比例基本不变

其他项目 ２８５ ７ ３５１ ７ ６３７ ９. ８０ ９８８ １４. ２０ 比例基本不变

运行预算 １５２ ３. ７０ １８７ ３. ７０ １８７ ２. ９０ １８７ ２. ７０ 比例基本不变

总计 ４０６８ １００ ５０００ １００ ６５００ １００ ７０００ １００
　 　 数据来源： ＧＥＦ． Ｕｐｄａｔｅｄ ＧＥＦ － ８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ｇｅｆ．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ｄｏｃｕ⁃

ｍ ｅｎｔｓ ／ ２０２２ － ０３ ／ ＧＥＦ＿ Ｒ． ０８＿ Ｉｎｔｅｒｉｍ＿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ｕｐｄａｔｅｄ＿ ｇｅｆ８＿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ｐｄｆ。

图 ２　 历次 ＧＥＦ 增资期投入到气候变化领域的资金规模

数据来源： ＧＥＦ 官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ｇｅｆ． ｏｒｇ ／ 。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ＩＰＣＣ） 发布的第六次评估报告指出，
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是全球性的， 从

加拿大、 德国、 美国等发达国家到生活

在低纬度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公民， 都在

遭受不同程度的影响， 报告强调应对气

候变化的紧迫性， 以及全球采取紧急行

动的必要性。① 在全球气候风险不断升

高并需要采取紧急行动的情况下， ＧＥＦ
不断调低气候变化领域的资金规模， 一

方面是发达国家为自身应对气候风险留

存资源， 另一方面极不利于发展中国家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 ２００６ 年在肯尼亚内罗毕召开的第十二次

气候变化缔约方大会 （ＣＯＰ１２） 指出， ＧＥＦ 中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资源绝大部分分配给了长期减缓项

目， 建议 ＧＥＦ “适当优先注意适应行动”。② ２０１０ 年坎昆气候大会正式授权成立 “绿色气候基金”
（ＧＣＦ）， 决定应当通过 ＧＣＦ 来提供大部分多边适应资金， 并指出要确保支持在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开展

的项目、 方案、 政策和其他活动。 《巴黎协定》 第二条特别提出了气候资金发展的长期目标， 即 “使
资金流动符合温室气体低排放和气候适应型发展的路径”。 但鉴于 ＧＣＦ 的资金规模远不及 ＧＥＦ， 因此

ＧＥＦ 主导国家不断调低气候变化资金规模及比例的做法， 实质上减少了发展中国家的可获得气候资

金， 无疑加大了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难度。 ＧＥＦ 能否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适应和减缓所需的更多

·０７８·

①

②

ＵＮＦＣＣＣ． Ａｃｔｉｏｎ Ｔａｋｅｎ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ａｔ Ｉｔｓ Ｔｗｅｌｆｔｈ Ｓｅｓｓｉｏｎ， ２００６． 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ｆｃｃｃ． ｉｎｔ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 ｄｏｃｓ ／ ２００６ ／ ｃｏｐ１２ ／
ｅｎｇ ／ ０５ａ０１． ｐｄｆ．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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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一直是发展中国家关切的重点。①

二、 ＧＥＦ 的正向溢出效应

ＧＥＦ 作为一种国际公共产品， 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注入了动力。 从产业链角度而言， ＧＥＦ 促进了绿

色技术转移； 从融资效果而言， ＧＥＦ 撬动了受援国公私部门的资金流入到与环境治理相关的领域； 从

能力建设角度而言， ＧＥＦ 项目实施过程中所提供的培训、 教育和交流， 综合提升了相关领域的机构及

人员的业务能力； 从文化价值角度而言， ＧＥＦ 项目成功经验的推广， 提高了公众对环境可持续性的认

知和意识， 为全社会长期践行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认知基础。

（一） 绿色技术溢出效应

ＧＥＦ 是一项集绿色融资与技术援助于一体的国际公共产品。 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

下游环节， 承受着经济欠发达和环境高污染的双重压力， 既缺乏环境治理的资金， 也缺乏技术创新的

条件。 在这样的情形下， 要帮助发展中国家履行国际环境公约， 必须同时解决资金和技术的问题。 绿

色技术的转移和扩散有利于提升全球福祉， 但囿于国家竞争力考虑， 发达国家在绿色技术转移问题上

一直持保留态度。 全球环境基金通过设立 “增量成本” （ 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ｓｔｓ） 这一方案来促进绿色技术

转移。 《ＧＥＦ 修订文本》 第 ２ 条指出， ＧＥＦ “提供赠款和优惠资金来覆盖为实现全球效益而产生的增

量成本”。② “增量成本” 指的是将国内环保项目转化为全球项目时采取附加行动所需的资金， 比如同

样是发电， 煤炭发电可以低成本满足国内用电需求， 但太阳能发电既能保障用电需求也能减少碳排

放， 唯一不足在于初始成本过高， 而这两种技术方案之间的成本差距就是 “增量成本”。 ＧＥＦ 在全球

范围内促进绿色技术转移的成功项目包括但不限于： 匈牙利能源效率联合融资项目中的节能减排技

术、 西非节能建筑技术、 中国世博会的燃料电池城市客车技术， 中国新能源汽车和可再生能源综合应

用商业化推广， 以及孟加拉国节能窑炉项目中的中国混合霍夫曼窑 （ＨＨＫ） 技术等。③ ＧＥＦ 赠款在帮

助中国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技术传播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④

（二） 融资撬动效应

国际援助机构向来希望援助资金能够产生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ＧＥＦ 在第 ９ 条准则中就正式提出，
“为寻求全球环境效益的最大化， ＧＥＦ 强调其催化作用以及从外部渠道撬动更多资源”。⑤ ＧＥＦ 将催化

作用理念运用到项目管理中， 在项目监测评估中跟踪关注其放大和复制的效果。⑥ 从资金筹措角度而

言， ＧＥＦ 将自身捐赠视为 “种子资金”， 希望能带动更多公私部门的资金流入环境保护项目。
发展中国家在环境治理中所需要的资金缺口巨大， 单纯靠 ＧＥＦ 捐资无异于杯水车薪。 因此， ＧＥＦ

运用多元化融资工具， 以 “种子资金” 模式带动政府部门、 私营部门、 社会团体等对环境技术的投资

和落地。 自 ＧＥＦ 成立以来， ＧＥＦ 已经为 １６５ 个国家提供了 １３５ 亿美元赠款， 并撬动了约 ６５０ 亿美元的

·０７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佚名： 《发展中国家对 “全球环境基金” 表示关切》， 《中国气象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第 ３ 版。
ＧＥＦ．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ｇｅｆ．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ＧＥＦ＿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 Ｉｎｔｅｒｉｏｒ － Ｍａｒｃｈ２３． ２０１５＿ １． ｐｄｆ．
彭亚媛、 马忠法： 《全球环境基金促进绿色技术转移的路径及启示》， 《国际商务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 第 ９１ 页。
世界银行： 《全球环境基金赠款帮助中国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技术传播》， 《国际融资》，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第 ６８ 页。
ＧＥＦ． Ｄｒａｆｔ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１９９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ｇｅｆ．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ｃｏｕｎｃｉｌ － ｍｅｅｔｉｎｇ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ＧＥＦ． Ｃ． ５． ３．

ｐｄｆ．
陶蕊： 《催化作用在国际环境保护项目中的体现》，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２０１１ 年第 Ｓ２ 期， 第 ４０２ 页。



借助全球环境基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考

配套资金。 依据不同国家的基金管理绩效， ＧＥＦ 对各国的配套资金实施差异化管理， 比如中国 ＧＥＦ 项

目赠款和配套资金的平均比例是 １∶ １０. ８， 巴西、 墨西哥和印度分别是 １∶ ４. ７、 １∶ ５. ８ 和 １∶ ９. ６。① 中国

受到 ＧＥＦ 资助的项目达 ２４４ 项， 争取赠款超过 １４ 亿美元， 撬动配套资金 １６４. ８ 亿美元， 是 ＧＥＦ 资助

额度最大的国家， 也是撬动配套资金量最多的国家。 以生物多样性领域的 ＧＥＦ 项目为例， 撬动了中国

政府 ５ ～ １０ 倍的配套金用于相关工作。②

（三） 环境治理能力提升效应

ＧＥＦ 重视资金使用效率， 因而建设了一套完备的管理体制、 程序规则和实体规则， 以评价相关项

目的绩效水平。 具体而言， ＧＥＦ 采用决策机构、 执行机构和监督评估机构三分的管理模式。 决策机构

和执行机构相分离， 有利于发挥不同机构的专业优势， 并鼓励各执行机构之间展开竞争， 有利于提高

有限资金的高效率使用。 在项目的监督评估环节， ＧＥＦ 成立独立的监督评估小组， 来监督实施、 评估

单个项目绩效、 执行机构的业绩以及 ＧＥＦ 的总体政策。
ＧＥＦ 第六次全面评估指出， ＧＥＦ 在支持各国履行国际多边环境协定和应对全球环境问题上发挥了

催化作用， 相应的资助活动开始产生回报， 在环境治理方面产生了示范性影响。 项目实施国家的环境

治理水平、 能力和体系效率均有所提升。 中国密切结合中长期发展规划和五年规划， 将 ＧＥＦ 项目与国

内生态文明建设相结合， 目前累积捐款 ９５５４ 万美元， 积极争取赠款 １４ 亿美元。③财政部作为中国与

ＧＥＦ 合作的窗口单位， 指出 ＧＥＦ 项目加强了中国履行生物多样性、 气候变化、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荒

漠化防治等一系列国际环境公约的能力， 促进了一批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国家法律法规的建设， 引进

了一批新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机制。④ 因此， ＧＥＦ 以 “种子资金” 为手段、 以弥补 “增量成本” 为路

径、 以制度化执行与评估为框架， 促进了发展中国家在环境治理领域的 “干中学”， 不断吸纳国际先

进经验用于本土环境治理并提升全球环境福祉。

（四） 认知建构效应

ＧＥＦ 在项目推行过程中， 利用各种平台和窗口， 广泛开展宣传和研讨， 提高了公众对于环境可持

续发展的认知， 为长期践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奠定了群众基础， 有助于全球共同实现 《昆明宣言》 所倡

议的 “到 ２０５０ 年与自然和谐相处” 的愿景。 耶鲁大学发布的全球环境绩效指数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ｅｒ⁃
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 ＥＰＩ）， 能够显示环境治理绩效的领导者和落后者。 ２０２０ 年在参评的 １８０ 个国家中， 全

球 ＥＰＩ 排名前 ５０ 的国家或地区均属于发达经济体， 发展中国家则主要分布在后 ２ ／ ３ 的范围内。⑤ 一国

环境治理绩效取决于其技术水平、 发展阶段以及环境意识。 自 １９９２ 年召开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

来， 全球可持续发展被提上国际议程， 但发展中国家在环境治理方面的能力、 意愿和水平仍不足。
ＧＥＦ 以其良好的项目运行和示范效果， 为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主流化做出了一定贡献。

ＧＥＦ 所推行的跨界治理实践， 为形成跨国、 跨区域和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共识提供了良好的案例基

础。 比如， ＧＥＦ 参与的欧洲多瑙河—黑海区域水污染跨国治理项目， 形成了一些值得借鉴的跨国治理

机制和经验， 为弥合区域间的环境治理分歧提供了可行方案。 多瑙河—黑海区域的水污染治理面临的

·０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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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王爱华、 陈明、 曹杨： 《全球环境基金管理机制的借鉴及启示》， 《环境保护》， ２０１６ 年第 ２０ 期， 第 ７２ 页。
马超德、 赵新华等： 《ＵＮＤＰ 与中国合作实施 ＧＥＦ 生物多样性项目的成就与经验》， 《生物多样性》， ２０２１ 年第 ２， 第 ２１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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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我国与全球环境基金的合作》， 财政部网站，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ｈｔｔｐ： ／ ／ ｇｊｓ． ｍｏｆ． ｇｏｖ． ｃｎ ／ ｄｈｊｚ ／ ｇｊｊｒｚｚ ／ ｈｊｊｊ ／ ｈｊｊｊｈｚ ／

ｚｋｈｚ ／ ２０１０１１ ／ ｔ２０１０１１２６＿ ３５７６１０．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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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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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重要挑战是， 沿河流域的 １８ 个国家并未就水污染问题形成共识， 并且也缺乏相应的公共意识和

公共政策体系。① 事实上， 在解决跨境环境问题时， 共同价值理念的重要性远高于其他事项， 只有当

可持续发展理念超越国家利益纠葛时， 才可能进入资金筹措和执行方案等环节。 ＧＥＦ 作为独立的第三

方力量介入跨境环境治理问题， 以可持续发展理念和共同利益为价值导向， 形成了有效的跨境治理

机制。

三、 应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共同目标

习近平主席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３ 日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指出， “这个世界， 各国相互联

系、 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 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 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

里， 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② 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在国际场合提出 “人类

命运共同体” 理念， 向世界阐述了中国对于人类文明发展走向的判断。 党的十九大报告则对 “人类命

运共同体” 做出全面阐释， 即 “持久和平、 普遍安全、 共同繁荣、 开放包容、 美丽清洁的世界”。③

实现全球环境善治则是建成 “美丽清洁” 世界的必由之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不仅承认国家之

间存在深度相互依赖， 而且承认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与自然之间也存在深度相互依赖。 在解决环境问题

时， 必须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其与外部自然的关系。 因此， 需要摒弃国家之间的政治分歧、 发

展阶段差异和单个国家利益， 从全人类的福祉出发来共同探讨解决方案。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

出， 使得各国将自身的国家理性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集体理性相协调， 为各国摆脱全球环境治理困境

指明出路。④

ＧＥＦ 的目标是 “投资我们的星球”， 实际上也是将人类看做一个整体来考虑的环境投资项目， 投

资的受益方是全人类。 尽管从项目执行情况来看， ＧＥＦ 投资的每个项目在环境指标和经济指标方面都

取得了不错的绩效， 但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 全球整体环境日益恶化的趋势没有得到扭转。 以气

候变化为例， 全球距离实现 《巴黎协定》 所确定的温控目标仍有巨大的排放差距， 根据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的测算， 要确保实现 ２℃温控目标， ２０３０ 年的全球排放量应比当前的国家自主贡献少 １５０ 亿吨二

氧化碳当量。⑤ 随着乌克兰危机带来的全球石油及天然气价格飞涨， 煤炭作为低成本燃料的应急功能

凸显， 为全球脱碳进程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因此这种排放差距有可能进一步扩大。 “ＧＥＦ 第六次全面

评估” 报告指出， 全球环境趋势持续恶化， 人类正在接近地球的边界和极限， 因此 ＧＥＦ 的资源调动和

战略选择必须反映全球环境问题的紧迫性。⑥ ＧＥＦ 自第六增资期以来， 不断致力于推动自身的深化改

革， 以更好促进 ＧＥＦ 的绩效表现。 但由于其主导国家均是发达国家， 且 ＧＥＦ 的托管机构世界银行本

身是美国推行自由国际秩序的抓手， 因此 ＧＥＦ 带有一定的地缘政治诉求， 有悖于为 “星球” 服务的

初衷， 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 ＧＥＦ 在历次改革中刻意持续削减对新兴经济体的环境资金分配。 按照 “双 ６０％ ” 的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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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陶希东： 《欧洲多瑙河—黑海区域水污染跨国治理经验———以全球环境基金为例》， 《创新》， 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 第 ３ 页。
习近平： 《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 人民网，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３ 日。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中国政府网，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王曦、 郭祥：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摆脱全球环境治理困境的启示》， 《环境保护》， ２０２１ 年第 ６ 期， 第 ６１ 页。
ＵＮＥＰ．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Ｇａｐ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ｎｅｐ． ｏｒｇ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 ｇａｐ － ｒｅｐｏｒｔ － ２０２１．
ＧＥＦ 独立评估办公室： 《全球环境基金面临提升影响力的关键抉择》， ＧＥＦ 官网，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４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ｇｅｆ．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ｃｏｕｎｃｉｌ － ｍｅｅｔｉｎｇ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ＯＰＳ５＿ Ｆｉｎ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Ｖｅｒｓｉｏｎ＿ －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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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权制度， ＧＥＦ毫无疑问是由七国集团 （Ｇ７） 主导的。 ＧＥＦ 改革已经连续两次持续降低新兴发展

中国家的受援资金量、 提高对最不发达国家资金支持， 并吸引私营部门参与完善治理结构等。 发达国

家普遍希望加大改革力度， 倾向于更多地尝试以结果为导向的资金分配方式， 将资源向低收入国家倾

斜， 减少对发展中大国的资金投入。 值得注意的是， 新兴经济体国家尚未实现碳达峰， 还处于碳排放

增长阶段， 其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尚未完成， 正处于环境改善和经济增长的双重压力之下。 无论是从

绿色技术的转移转化角度， 还是从环境资金的需求量角度而言， 新兴经济体国家都是急需环境援助的

对象， 而且这种援助将对全球环境质量的边际改善更为显著。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倡导的全球资源

环境安全共同体文化， 正是对全球环境议题政治化的一种有力回应。① ＧＥＦ 以经济发展阶段来划分环

境资助力度的做法， 本质上有悖于全球环境安全共同体这一基本前提， 因此出现了项目成功而无助于

全球整体环境绩效改善的结果， 实则无异于 “只见树木， 不见森林”。

表 ３　 主要国家在全球环境基金的捐资增速比较

国家
ＧＥＦ － ６
捐资额

ＧＥＦ － ７
捐资额

捐资增速
ＧＥＦ － ７
捐资占比

日本 ６. ０１ 亿美元 ６. ３７ 亿美元 ６％ １９. ０６％
德国 ４. ６ 亿美元 ５. ０２ 亿美元 ９％ １５. ０２％
英国 ３. ２４ 亿美元 ３. ３７ 亿美元 ４％ １０. ０７％
法国 ３. ０ 亿美元 ３. ０ 亿美元 ０％ ８. ９７％
美国 ５. ４６ 亿美元 ２. ７ 亿美元 － ５０％ ８. １７％
中国 ２０００ 万美元 ２２００ 万美元 １０％ ０. ６６％

　 　 数据来源： ＧＥＦ 官网。

第二， 在 ＧＥＦ 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美

日欧等经济体， 激进要求引入 “毕业政

策”。 所谓 “毕业政策”， 是指某些发展

中大国应该从受援国转变为援助国， 履

行与发达国家类似的责任与义务。 “毕业

政策” 的演化与发达国家在世界贸易组

织等国际机构中要求改变中国的发展中

国家定位是一脉相承的。 中国作为目前

ＧＥＦ 中 捐 款 最 多 的 发 展 中 国 家， 在

ＧＥＦ －７中的捐资规模达 ２２００ 万美元， 同

比增长 １０％ ， 捐资增速高于 ＧＥＦ 捐资前五位的发达国家 （见表 ３）。 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议程中， 一

贯以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 秉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自愿

为相关国家提供援助。 这一特点在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中国对 ＧＥＦ 的自愿捐款也是

在恰当评估自身能力和发展阶段后所做出的发展中大国的应有贡献。 习近平主席在 《生物多样性公

约》 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 （ＣＯＰ１５） 高级别会议上宣布， 中国将率先出资 １５ 亿元人民币， 成立昆明

生物多样性基金， 支持发展中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 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将与 ＧＥＦ 协同增效， 更

有效保护全球生态完整性和多样性。 ＧＥＦ 改革议程中对发展中大国的持续减资和 “毕业政策”， 是将

环境援助议题政治化的表现， 并没有从人类整体出发来处理同自然环境的关系， 而是掺杂了地缘政治

经济考量， 有悖于通过合作来寻找集体理性的初衷。
第三， ＧＥＦ 所秉持的观念是环境问题需要用市场办法来解决， 即采用外部成本内部化的方法解决

外部性问题。 实际上， 环境问题从微观层面而言的确属于外部性问题， 但从宏观层面尤其是人类命运

共同体视角而言则属于公共物品问题， 更涉及到公平发展权益问题。 正是发达国家所倡导的新自由主

义增长方式， 加速了全球南方国家的环境退化。 比如， 经济全球化加速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 而

资本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 无形中提升了经济活动水平和能源消耗水平， 从而导致全球人为碳排

放不断上升并引发气候变化。 ＧＥＦ 最核心的问题是用高度政治化的考虑取代了对某个项目或国家环境

状况的评估。② 比如， ＧＥＦ 自第五增资期后就持续削减气候变化项目的援助资金， 这一政策倾斜的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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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郇庆治：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下的全球资源环境安全文化构建》， 《太平洋学报》， 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 第 １ 页。
Ｓｕｓａｎｎｅ Ｓｏｅｄｅｒｂｅｒｇ．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ｍｐｉｒｅ ａｎｄ ＂ Ｅｘｃｌｕｄ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 Ｔｈｅ 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ｈｉｆｔ ｔｏ Ｐｒｅｅｍｐｔ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２００４， ２５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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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后果是影响发展中大国的受援资金总规模。 应对气候变化是关乎人类共同命运的重大议题， 在全球

碳排放差距仍在继续扩大的情况下， 无论是否存在其他类型和来源的气候资金， ＧＥＦ 作为最早发起的

关乎环境治理的专项基金， 不应以削减气候资金来达到削减发展中国家受援资金总量的目的。 以 “人
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为基础的全球环境治理方案， 主张通过破除资本的霸权逻辑， 以对话协商和合作

共赢的方式来化解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生态利益矛盾， 以 “环境正义” 为价值诉求， 强调共同发展和

共同繁荣才是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正确途径。①

四、 借助 ＧＥＦ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径

如果以东西方两个世界来区分的话， ＧＥＦ 是西方发达国家发起并主导的环境治理模式， “人类命

运共同体” 则是东方发展中大国提出并为之努力的世界图景。 前者偏向微观， 后者则更为宏观。 因

此， 借助 ＧＥＦ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要通过观念层面的话语联接、 实践层面的行动协同以及制度层面

的兼容并包来实现。
首先， 在观念层面寻找共同价值以实现二者的话语联接。 ＧＥＦ 的宗旨是 “投资星球” 以支持环境

友好工程， 因此其在设计框架上偏向于微观领域， 并且注重资本在环境领域的盈利性和可持续性， 属

于追求资本回报与环境回报的类公共产品， 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一种单向资金流动， 最终

目标在于提升发展中国家履行国际环境公约的能力。 中国提出建设 “人类命运共同体”， 旨在建设持

久和平、 普遍安全、 共同繁荣、 开放包容、 清洁美丽的世界。 “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的世界意义在

于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如和平、 发展、 公平和正义， 在于应对西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内生缺陷， 在于

化解人口、 环境、 资源、 经济、 政治和安全等全球性挑战。 在建设清洁美丽世界与化解全球环境挑战

的此类议题领域中， “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以其宏观视野和天下胸怀为全球治理指明了方向。 因此，
无论是 ＧＥＦ 所表述的 “星球” 观， 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表述的 “同命运” 观， 都表达了同一个意

思， 即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人类得以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之策。 ＧＥＦ 作为环境资金的一种微观运作

框架， 是能够为 “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一宏观目标添砖加瓦的， 关键在于东西方两个世界对 “大同”
的理解与沟通。

其次， 在实践层面寻找共容利益以实现二者的行动协同。 当前， ＧＥＦ 的一个重点改革方向是减少

对新兴经济体的资助力度转而投向更不发达地区。 这一趋势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地缘政治考量而非全球

可持续发展观， “东升西降” 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剧了西方世界的焦虑， 从而在各个领域都呈现出

遏制崛起中大国的战略方向。 众所周知， 解决全球环境问题需要各国间的合作， 而能否顺利合作取决

于双方的技术差距和能力差距。 正如产业经济学中的 “雁型模式” 所描述的， 技术和产业的转移是从

第一梯级地区逐级向第二和第三地区转移， 如果直接从第一梯级地区向第三梯级地区转移， 无论是基

础设施还是人力资本都无法与先进技术完全配套。 事实上， 在环境治理领域也存在类似问题。 发达国

家的环境治理经验与技术进入新兴经济体后， 二者之间的技术差距与能力差距尚可， 能够在较短时间

内获得各项配套从而推动项目进入正轨； 但相同的技术和经验进入最不发达地区则需要更长时间， 仅

仅是基础设施效率就存在很大差异。 因此， 西方主导的 ＧＥＦ 与中国提出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者

最大的共容利益在于如何将全球环境资金的治理绩效最大化， 即如何在最短时间内扭转全球环境整体

恶化的趋势， 而非局限于提升单个项目的治理绩效。 在实现这一共容利益的过程中， 微观层面的构架

·０８３·

①王雨辰：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环境治理的中国方案》，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 第 ６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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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或缺， 但宏观层面的设计同样重要， 二者应协同行动。 构建一个以发达国家为先导， 带动发展中

国家环境绩效改善， 进而共同带动全球其他地区环境绩效改善的全球框架才是正确选择。
最后， 在制度层面寻找问题根源以实现二者的兼容并包。 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 全

球环境持续恶化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及其驱动的全球分工模式。 在资本追逐利润最

大化的驱动下， 环境问题作为经济增长的副产品， 不断累积并持续恶化。 因此， 环境问题是一个系统

性、 全球性问题， 需要以系统观念整体推进， 而将其分割为一个个的具体项目无异于 “头疼医头脚疼

医脚”。 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利雅得峰会上， 习近平主席指出： “地球是我们的共同家园。 我们要秉持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携手应对气候环境领域挑战， 守护好这颗蓝色星球。” 中国加大应对气候变化

力度， 宣布 ２０３０ 碳达峰、 ２０６０ 碳中和目标，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构筑尊重自然的生态

系统， 都是基于系统观和整体观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ＧＥＦ 运行 ３０ 余年以来， 其微观治理结构取得

显著成效， 如果能在系统观和整体观的指引下继续发挥自身优势， 必将为全球环境治理做出更大

贡献。

五、 结语

作为全球环境治理的重要资金来源， ＧＥＦ 在资金供给、 技术转移、 撬动社会资源和构建文化认知

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帮助发展中国家不断提升环境治理能力。 以 ＧＥＦ 第七增资期为例， 中国获得

赠款达 ２. ３８ 亿美元， 自愿捐款 ２２００ 万美元， 有效提升了中国对全球环境条约的履约能力。 发展中国

家参与和履约的能力， 决定了全球性环境条约能否成功实施。① ＧＥＦ 的确帮助一些发展中国家提升了

对国际环境协定的履约能力， 但全球环境持续恶化依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鉴于此， 在环境治理领域

更加凸显出 “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当前 ＧＥＦ 主导国家针对新兴经济体国家削

减援助资金和推行 “毕业政策” 的做法， 无助于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环境风险。 为了建成一个清洁美

丽的世界， 人类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以 “命运共同体” 为价值追求， 避免在环境治理议题中掺

杂地缘政治经济考虑， 真正为实现全球环境善治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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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ａｄｅ， ｃｕｒｂ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ｅｍｂ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ｌａｂｏｒ⁃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ｄｅｃｏｕｐｌ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Ｔｏ ｔｈｉｓ ｅ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ｏ ｍｉｎｉｍｉｚｅ ｉｔ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ａｄｈｅｒ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 ａｔ ａ ｈｉｇｈ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ａ ｌａｒｇｅｒ ｓｃｏｐｅ， ｗｉｄｅｒ ｆｉｅｌｄｓ ａｎｄ ｄｅｅｐｅｒ ｌｅｖｅｌｓ．

（９）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ａ ｓｈａｒｅ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ｍａｎｋｉｎ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ｈｅｌｐ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Ｚｈｏｕ Ｙａｍｉｎ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３０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ＧＥＦ） ｈａｓ ｐｌａｙｅｄ ａｎ ａｃｔｉｖｅ ｒｏｌｅ ｉｎ ｇｒｅｅ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ｌｅｖｅｒａｇｉｎｇ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Ａｓ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ｒｅｃｉｐｉｅｎｔ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Ｆ，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ｉｅｌｄｓ．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ａｌｓｏ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ｓｓｕｍｉｎｇ ｉｔ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ｓ ａ ｍａｊ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ｉｔ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ＧＥＦ ｗｉｔｈｉｎ ｉｔｓ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Ｉｎ 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ｄｅｔｅｒｉ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ｎｏｔ ｂｅｅｎ ｒｅｖｅｒｓｅｄ， ｔｈｅ ｕｒｇ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 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ａ ｓｈａｒｅ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ｍａｎｋｉｎｄ” ａｓ ａ
ｃｏｍｍｏｎ ｖａｌｕｅ ｈａｖｅ ｂｅｃｏｍｅ ｍｏｒｅ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 ｔｈｅ ＧＥＦ ｉｓ 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ｂ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ｕｎｄｓ ａｎｄ ａｇｅｎｄａ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ａｒ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ｉｚｅｄ 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ｎｏｔ 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ｏｏ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 ｗｉｌｌ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ｍａｊｏｒ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ｏｒ ｔｏ ｔｈｅ ＧＥＦ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ａｎｄ

·１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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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ｌｌ ｐｌａｙ 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ａｇｅｎｄａ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ｓｔｒｉｖ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ｇｅｎｄａ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ａ ｓｈａｒｅ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ｍａｎｋｉ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ａｍ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ａ ｓｈａｒｅ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ｍａｎｋｉｎ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ｈｅｌｐ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Ｆ ｉ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ａｃｔｉｏｎ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ｎｅｓｓ 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ｖｅｌ．

（１０）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０ ｔｏ ２０２０：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ｇｒａｐｈ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Ｌｕ Ｗａｎｈｕｉ， Ｊｉｎｇ Ｌｉｎｂｏ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ＣＨＳＳＡＣ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ｄｏｍａｉｎ ｅｘｐｅｒｔ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ｔｈ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ａｒｋ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ａｎｄ ｕｓｅｓ ｔｈｅ ｔｅｘｔ ｍｉｎｉｎｇ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ｔｏ
ｅｘｔｒａｃ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ｏｐｉｃｓ ａｎｄ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ａｓ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ｓ， ｄｒａｗｓ ｔｈ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ｆ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ｏｐｉｃｓ，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ａｐｅｒ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ｄｉｖｉｄｅｓ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ｓｉｘ ｔｉｍｅ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ｂｅｆｏｒｅ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６ －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５， ａｎｄ 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０， ａｎｄ ｄｒａｗｓ ａ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ｍａｐ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ｅａｃｈ ｔｉｍ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ｅ ｃａｎ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３０ ｙｅａｒｓ， ｇｒａｓｐ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ｏｐｉｃｓ，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ｇｈ⁃ｐｒｏｌｉｆｉｃ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ｉｓ ｋｉｎ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ｉｔ ｈｏｐｅｓ ｔｏ ｇｅｔ ｔｈ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ａｇｕｅｓ．

（１１）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ａｔｈ ｏｆ ｔｈｉｒｄ⁃ｐａｒ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ｅｎ Ｈａｏ， Ｔｉａｎ Ｈｕｉｍｉ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ｍｏｄｅｒ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ｏｆ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ｏｕｔ ｔｈｉｒｄ⁃ｐａｒ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ａｎ ｆｉｌｌ ｔｈｅ ｇａｐ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ｃｈａｉｎ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ｅｖｅｎｔ， ａｎｄ ｋｅｅｐ ｔｈｅ ｂｏｔｔｏｍ ｌｉｎｅ ｏｆ ｎｏ ｓｙｓｔｅｍｉｃ ｒｉｓｋ．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ｗｏｒｋ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ｐａｒ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ｉｎ
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 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ｅｘ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ｇｈ⁃ｅｎｄ
ｔｈｉｎｋ ｔａｎｋｓ，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ｗｉｌｌ ｔａｋｅ ｔｈｅ ｌｅａｄ ｉｎ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ａ ｔｗｏ⁃ｌｅｖｅ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ｇｈ⁃ｅｎｄ ｔｈｉｎｋ ｔａｎｋｓ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ｉｎｋ ｔａｎｋｓ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ｅ ｍａｊｏｒ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ｅ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ｃａｒｒｙ ｏｕｔ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ｏ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ｔｈｉｎｋ ｔａｎｋ’ｓ ａｄｖｉｃｅ ａｎｄ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ｂａｓｉｃ
ｄａｔ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ｔｈｉｎｋ ｔａｎｋ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ｆｕｎｄ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１２）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ｔｏ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ｐａｉｎ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ｓ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Ｊｉｎｇ Ｃｈｕｎｍｅｉ， Ｃｈｅｎ Ｙａｎ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ｕｍ ａｎｄ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２０２１ － ２０３５）” ｃｌａｒｉｆｉｅｓ ｔｈｅ ｒｏａｄｍａｐ

ａｎｄ ｔｉｍｅｔ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ａｎｓｗｅｒｓ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ｗｈａｔ ｉｓ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ｗｈ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ｈｏｗ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ｅｎｅｒｇｙ” ．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Ｃｈｉｎａ’ ｓ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ｉｎ ｉｔｓ ｉｎｆａｎｃｙ，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ｉｔ ｉｓ ｇｒｅｅ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ｍｏｏｔｈ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ｐｓｔｒｅａｍ ａｎｄ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 ｌｉｎｋ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ｈａｉｎ， ｏｒ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ｐａｉｎ ｐｏｉｎｔｓ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Ａｔ ｔｈｉｓ ｓｔａｇｅ，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１ ＋ 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ｕｉｌｄ ａ ｐｏｌｉｃ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 ｔｏ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ｅｐａｒｅ ｆｏｒ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ｍｕｔｕａｌ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ａｒｒｙ
ｏｕｔ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ｐｉｌｏｔ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ｓｏｏｎ ａ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ｂｒｅａ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ｈａｉｎ， ａｎｄ ｕｓｅ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ｄｒｉｖ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ｓｔ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ｄｈｅｒｅ ｔｏ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 ｋｅｙ ｃｏｒ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ｂｕｉｌｄ ａ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ｓｔｒｏｎｇ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Ｅｄｉｔｏｒ：Ｙａｎｇ Ｙｕ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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